
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

———基于对宋孝武帝朝政治、 文化变革的考察

何良五

内容提要　 相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来说， 南朝时期的皇权处于振兴过程当中。 宋孝武帝是南朝皇

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君主专制， 削弱士族的政治权力， 极大地

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 同时加强对文化的统治和管控， 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 取得独尊地位。
谢庄于孝建年间屡辞吏部尚书一职， 是为了应对宋孝武帝的政治变革， 其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则是南

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剧烈冲突。 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 表明高门士族在政治上失利

后， 进一步在文化上向帝王妥协， 这也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 南朝皇权振

兴对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从谢庄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可见这种影响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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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晋到南朝， 政治上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田余庆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

东晋时期， 而南朝则回归到皇权政治①。 然而皇权政治的回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宋文帝虽诛除傅亮、
谢晦等辅政大臣以自掌权威， 废黜彭城王义康以削弱相权， 然而仍旧依靠若干高门重臣， 士族势力仍

盛。 孝武帝即位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臣下之权， 并且以严厉的杀伐措施来对付士族。 皇权回

升与士族权力之冲突， 至孝武帝时渐至白热化， 以致流血事件频发。 谢庄在孝武帝起兵时立有大功，
孝建初即被授以吏部尚书这一要职， 然而谢庄多次因病以求解职， 终被免官。 孝武帝即位之初， 谢庄

颇有用事之心， 大明以后， 虽在高位而远离权势。 与此相反， 谢庄在文学上则表现活跃， 成为孝武帝

朝的宫廷大手笔。 要更好地理解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 须将其置于宋孝武帝朝的政治、 文化变

革当中， 并从纵向的， 即南朝皇权与士权的变化关系中来看。 南朝帝王与士族的政治、 文化关系处于

消长变化之中， 这一变化对南朝士族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宋孝武帝朝正是这一消长变化的关键期，
谢庄亦处于南朝士族文学转变的关口。

一　 宋孝武帝朝的政治、 文化变革

东晋南朝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时段， 然而两者在政治上其实具有很大的区别。 东晋可以称为门阀

政治， 而南朝则基本上回归到皇权政治。 然而南朝皇权政治的回归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持续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的建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除此之外， 宋孝武帝朝的政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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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也是南朝政治转变的关键， 它的政治意义或许并不下于晋宋之变， 所以历来学者多有论述①。
将宋文帝与宋孝武帝朝的政局稍作比较， 便能发现二者的不同。 宋文帝即位之初， 内政由徐羡之、

傅亮把持， 荆州、 南兖州重镇由谢晦、 檀道济掌控， 四人据此 “以制持朝廷”②， 这种权力结构与东晋

门阀政治如出一辙。 宋文帝诛杀徐、 傅、 谢三人之后， 荆州重镇改由皇弟皇子担任， 这在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上游重镇对建康的军事威胁。 中朝权力则颇为复杂， 最初由高门士族王弘担任司徒、 扬州刺史、
录尚书事， 独揽大权。 身为外姓而掌此大权， 王弘与宋文帝皆不自安， 中朝权力便转移至彭城王刘义

康之手。 义康权力过盛， 乃至与宋文帝相颉颃， 最终被废黜。 此后， 文帝皆用数人共掌机密， 最初为

沈演之、 庾炳之、 范晔， 后为江湛、 何瑀之， 后为江湛与徐湛之③。 由此可见， 宋文帝朝的权力结构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只不过重要州镇改由宗室担任， 中朝权力改由数名士族掌控， 以相互制衡。
宋文帝是在竭力维持皇帝、 宗室、 士族三种势力之间的平衡。

宋孝武帝即位后， 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孝武帝并不信任宗室与高门士族， 他企图建立帝王专制的

政权， 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 在州郡方面， 孝武帝割裂荆、 扬二州以削弱州镇力量，
尤其是分割荆州， 极大地削弱了上游州郡对建康的军事威胁， 改变了东晋以来的州镇格局。 在中朝权

力方面， 一是省去录尚书事之职， 二是设置两名吏部尚书， 从官制上削弱宗室、 大臣之权。 这还只是

明面上的改革， 除此之外， 孝武帝又以寒人亲信为典签、 中书舍人等小官， 侵夺宰相之权。 如此一来，
便造成 “南朝官制名实不符， 高官如宰相、 领军， 有名而无实权， 低官如舍人、 制局监无名而有重

权”④， 而这正是 “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第 ２２０ 页）。 这

种君主专制的政治格局在齐梁以后更加坚固， 而这一格局的形成， 实自宋孝武帝始。 孝武帝死后， 某

些具体措施虽被修正 （重置录尚书事， 吏部尚书改为一人）， 但加强君主专制的意识、 “寒人掌机要”
的政策没变， 且得到进一步深化。 宋明帝时， 幸臣之权远超孝武帝时， “ （阮） 佃夫、 王道隆、 杨运长

并执权柄， 亚于人主。 巢 （尚之）、 戴 （法兴） 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⑤。 直至齐武帝、 梁武帝， 仍以

寒幸、 次等士族掌握政治大权。 总之， 宋孝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朝的政

治权力结构， 是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
除政治变革外， 宋孝武帝朝的文化变革也值得重视。 刘裕代晋造宋， 从门阀士族手中夺取了政治、

军事权力， 然而在社会、 文化上， 门阀士族依然具有超越皇权的力量。 刘裕出身低微， 文化浅薄， 与

郑鲜之清谈被驳难至 “变色动容”⑥， 由于文学才能低下而由谢晦代为作诗， 由于书法不佳而专写大字

以藏拙⑦。 与之相反， 高门士族则在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 刘裕企图代晋， 需要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
则其自身必须尊重甚至迎合士族文化。 史称 “高祖少事戎旅， 不经涉学， 及为宰相， 颇慕风流”⑧，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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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显 《南齐书》 （修订本） 卷五六 《幸臣传》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３ 册， 第 １０７５—１０７６ 页）、 李延寿 《南史》 卷

七七 《恩幸传》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第 ６ 册， 第 １９１４ 页）、 裴子野 《宋略·总论》 （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

国六朝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５ 册， 第 ４２３ 页）、 王夫之 《读通鉴论》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５８１—５８２ 页） 等， 当代学者论述如严耀中 《评孝武帝及其政策》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８７ 年第 １ 期）、 何德章 《宋
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 赫兆丰 《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

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 瓦解与寒人上位》 （《中南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等。
《宋书》 （修订本） 卷四四 《谢晦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４７４ 页。
参见 《宋书》 （修订本） 卷七一 《徐湛之传》， 第 ６ 册， 第 ２０２０ 页。
万绳楠整理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黄山书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２２４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九四 《恩幸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４０ 页。

⑧　 《宋书》 （修订本） 卷六四 《郑鲜之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８５６ 页。
关于刘裕文化素养之浅薄， 参见王永平 《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修养及其文化倾向》， 《史学月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因或在于此。 有学者称 “ ‘宋武爱文’ 是被动地 ‘爱文’”①， 确实较有见地。 因此， 尽管刘裕文化修

养相当浅薄， 却仍表现出对清谈与文学的极高热情， 其背后的政治意味较浓。
刘宋建立三四十年后， 帝室的文化修养也在逐渐提高。 宗室第一代文化修养之浅薄已如前述， 至

第二代， 好文之风逐渐兴盛。 如宋武帝第二子义真， “聪明爱文义”②， 与谢灵运、 颜延之等人友善。
第三子宋文帝自称 “少览篇籍， 颇爱文义， 游玄玩采， 未能息卷”③， 且善书法④。 第五子义恭亦 “涉
猎文义”⑤， 并有诗文存世。 长沙王刘道怜第二子义庆 “爱好文义， 才词虽不多， 然足为宗室之表”，
以致 “太祖与义庆书， 常加意斟酌”⑥。 至第三代， 爱好文学已成风气。 文帝第二子浚、 第三子骏、 第

四子铄、 第七子宏、 第九子昶、 第十一子彧、 第十二子休仁等皆爱好文义⑦。 宋武帝刘裕的文化修养

很低， “颇慕风流” 中的 “慕” 字， 表现出刘裕对士族文化的欣羡、 仰慕之情。 宋文帝的文化修养有

所提高， 从他与谢灵运、 颜延之等人的交往、 对话来看， 大致能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士族文化。 至孝武

帝时， 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相较于宋武帝、 文帝， 孝武帝的文学修养大为提高， 《南史》 称其

“读书七行俱下， 才藻甚美”⑧。 元嘉二十六年 （４４９） 宋文帝 “幸丹徒， 谒京陵”⑨， 时为武陵王的刘

骏献上 《巡幸旧宫颂》 十二章�I0， 辞藻华美。 大明六年 （４６２） 殷淑妃薨， 孝武帝作 《伤宣贵妃拟汉

武帝李夫人赋》， 文辞凄怆。 此外， 《幸中兴堂饯江夏王诗》 有 “阴云掩欢绪， 江山起别心”�I1 的精巧

之句， 《咏史诗》 颇多慷慨纵横之气， 另有 《游覆舟山诗》 《登作乐山诗》 《登鲁山诗》 等写景状物之作。
总的来看， 孝武帝的文学才能在刘宋帝王之中可以称冠， 并且不下于一般士族。 当然， 较之于谢庄、 鲍

照等士族中的一流文人， 宋孝武帝的文学才能自然是不如的。 然而孝武帝身为一国之君， 对其文学才能

极为自负， 想要超越士族， 在文化方面称尊。 今存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 一首， 全诗如下：
九宫盛事予旒纩 （帝）， 三辅务根诚难亮 （扬州刺史江夏王义恭）。 策拙枌乡惭恩望 （南徐州

刺史竟陵王诞）， 折冲莫效兴民谤 （领军将军元景）。 侍禁卫储恩逾量 （太子右率畅）， 臣谬叨宠

九流旷 （吏部尚书庄）。 喉唇废职方思让 （侍中偃）， 明笔直绳天威谅 （御史中丞颜师伯）。 （《先

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 卷五， 中册， 第 １２２４ 页）
《柏梁台诗》 相传为汉武帝于柏梁台上与群臣联句而成， 顾炎武 《日知录》 指出其为后人拟作， 近现

代学者对诗之真伪、 写作时间颇有争论�I2。 《柏梁台诗》 所述汉武帝与群臣联句赋诗之事或非事实，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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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 （修订本） 卷九五 《索虏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７０ 页。
《南齐书》 载： “太祖善书， 及即位， 笃好不已。” 又载王僧虔论书云： “宋文帝书， 自云可比王子敬， 时议者

云 ‘天然胜羊欣， 功夫少于欣’。” （《南齐书》 ［修订本］ 卷三三 《王僧虔传》， 第 ２ 册， 第 ６６０—６６１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一 《武三王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９３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五一 《宗室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６０９—１６１０ 页。
参见 《宋书》 （修订本） 卷九九 《二凶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６７５ 页）、 卷八 《明帝纪》 （第 １ 册， 第 １８６ 页）、 卷

七二 《文九王传》 （第 ６ 册， 第 ２０４７ 页）， 《南史》 卷一四 《宋宗室及诸王传下》 （第 ２ 册， 第 ４０３ 页）， 魏收 《魏书》
（修订本） 卷五九 《刘昶传》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８ 年版， 第 ４ 册， 第 １４２９ 页）。

《南史》 卷二 《宋本纪中》， 第 １ 册， 第 ５５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五 《文帝纪》， 第 １ 册， 第 １０３ 页。
严可均 《全宋文》 据 《艺文类聚》 辑得第四 （半章）、 六、 八章， 日藏弘仁本 《文馆词林》 收录全文十二章

（参见许敬宗编， 罗国威整理 《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１４—１１５ 页）。
逯钦立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 卷五，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 年版， 中册， 第 １２２１ 页。
参见孙正军 《〈柏梁台诗〉 成篇时间新论———基于文本出处和官职描述的综合考察》， 《中华文史论丛》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而这种诗歌形式确实能够体现帝王政治上的权威与文化上的雅致。 孝武帝即位后不久①， 于华林都亭

举行曲水宴， 与谢庄等人仿效柏梁体联句赋诗。 孝武帝起句曰 “九宫盛事予旒纩”， 确有豪迈、 自负

的帝王之气， 显示了皇帝对朝政、 宴会的主导和掌控。 彭城王刘义恭、 吏部尚书谢庄等人结合自己的

职位， 表达忠于职守的决心、 未能尽职的惭惧以及对皇帝隆恩的感激和愧疚。 这种仿效柏梁体联句作

诗的行为， 显示了皇帝的绝对权威， 以及臣子对皇权的服从， 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此外， 仿效柏梁

体联句赋诗又是一种文化活动， 它显示了孝武帝对汉武盛世的欣羡， 而宫廷文学②正是在汉武帝时达

到第一个高潮。 东晋之时， 皇权旁落， 无力干预士族文化。 与此同时， 高门士族以门阀政治为依托，
形成了适应于门阀士族的文化交往方式， 这种文化及生活方式超越皇权， 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
所以东晋一朝极少宫廷文学之作③。 入宋以后， 门阀政治逐渐衰微， 士族的政治、 军事势力大为减弱，
但这种稳定、 封闭性的士族文化仍得以延续， 并且与门第观念结合， 常常凌驾于皇权之上④。 孝武帝

即位后， 便想要改变这一状况， 加强对士族文化的领导与掌控，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 正

反映了孝武帝的这一努力。
此外， 据 《宋书·临川王义庆传》 附 《鲍照传》 载： “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 上好为文章， 自谓

物莫能及， 照悟其旨， 为文多鄙言累句， 当时咸谓照才尽， 实不然也。”⑤ 《南齐书·王僧虔传》 载：
“孝武欲擅书名， 僧虔不敢显迹。 大明世， 常用掘笔书， 以此见容。”⑥ 孝武帝欲在文学、 书法方面称

尊， 士族虽然在文化上超越帝王， 但畏于皇权之逼， 不得不厚自贬损以保全性命。 由此可以想见， 孝

武帝欲在文化上称尊的意志是何等强烈， 而士族面对皇权之逼又是何等的恐惧卑微。 从宋武帝到宋文

帝朝， 高门士族在政治、 军事方面势力大减， 在文化上却一直保持着超越皇权的优势地位。 然而到了

宋孝武帝朝， 这种优势地位不得不以被动的形式逐渐失去， 高门士族必须在文化上向孝武帝俯首称臣。
综上所述， 孝武帝朝实为南朝政治、 文化变革之关键， 亦为南朝皇权与士权此消彼长、 激烈冲突

之关键。 政治上， 皇帝起用寒人小官以夺取士族高官之权， 士族成为位高而无权的帝国官僚。 文化上，
皇帝以政治权力为后盾， 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 谢庄是孝武帝朝较为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的

政治抉择及文学创作， 与孝武帝朝的政治、 文化变革具有重要联系。

二　 谢庄请辞吏部尚书的原因分析

谢庄出身于东晋南朝一流高门， 其父谢弘微在宋文帝时颇受重用， 与王华、 王昙首等号曰 “五
臣”。 谢庄大概于元嘉十七年 （４４０） 以始兴王浚法曹行参军起家 （此年始兴王 “置佐领兵”， 谢庄二

十岁）， 此后转为太子舍人、 庐陵王文学、 太子洗马、 太子中舍人， 大致于元嘉二十年 （４４３） 转为庐

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 （此年庐陵王出为南中郎将、 江州刺史， 谢庄二十三岁）， 又转为随王诞谘议

参军， 至元嘉二十九年 （４５２） 转为太子中庶子， 由地方军府进入朝廷任职。
谢庄一生之转折是在元嘉三十年 （４５３）。 其年二月， 太子刘劭弑宋文帝而自立， 江州刺史武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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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此事发生在孝建二年十月左右 （参见曹道衡、 沈玉成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３５１ 页）。
本文以袁行霈 《中国文学概论》 中的 “宫廷文学” 概念为主， 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 将宫廷文学界定为： 以

帝王的宫廷为中心， 由帝王本人及其御用文人、 朝廷大臣创作的， 主要描写宫廷生活， 用以歌功颂德、 点缀太平、 娱

乐享受的文学作品。
参见何诗海 《东晋应制诗之萧条及其文学史意蕴》，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谢灵运、 范晔皆以门第和文化优势倨傲于宋文帝， 被文帝所杀。 王僧达自负门第， 上表时 “文旨抑扬”， 被免

官。 高门士族的门第优越感往往联系着文化优越感， 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专制皇权的挑战。
《宋书》 （修订本） 卷五一 《宗室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６１２ 页。
《南齐书》 （修订本） 卷三三 《王僧虔传》， 第 ２ 册， 第 ６５６ 页。



骏率众入讨。 当时刘劭以谢庄为司徒左长史， 而武陵王骏 “密送檄书与庄， 令加改治宣布”①。 于时何

去何从， 众人并非毫无犹豫②。 谢庄身在建康， 毅然附同刘骏， 并遣腹心门生到江州表明诚心。 刘骏

称帝后， 随即以谢庄为侍中， 次年迁左卫将军， 拜吏部尚书。 此前， 谢庄如一般高门士族 “平流进

取”， 最高做过太子中庶子， 官五品； 而一二年间， 迁侍中、 吏部尚书， 为三品高官， 且皆为清贵之

职。 谢庄时年三十四， 可谓早达。
孝建元年 （４５４）， 谢庄代颜竣为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掌管士人起家和官吏任免、 升降、 调动等事务，

位高权重， 被视为美职。 然而据 《宋书·天文志》 载： “孝建元年十月乙丑， 荧惑犯进贤星。 吏部尚书谢

庄表解职， 不许。”③ 可知， 谢庄拜吏部尚书之后不到一年， 便上表解职。 此外， 谢庄又致书于江夏王

义恭以求解职， 称 “下官新岁便三十五”④， 则知此文亦作于孝建元年。 又称 “前时曾启愿三吴”，
“入年便当更申前请， 以死自固”⑤， 可知孝建年间谢庄的确多次以疾辞官， 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孝建三

年 （４５６）， 谢庄由于辞疾过多， 被免官。 在短短两三年内， 如此频繁地因病⑥以求解职， 乃至以死相逼，
确实值得注意。 孙明君 《谢庄 〈与江夏王义恭笺〉 释证》 对此有所发覆， 以为： “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庄

‘意多不行’， ‘唯奉行文书’ 而已， 况且当朝皇帝宠爱寒人、 打压士族阶层， 士族们在皇帝的淫威下度日

如年， 是以身患痼疾的谢庄下定决心要辞去处在聚光灯下的吏部尚书一职。”⑦ 此说确为有识， 然犹有未

尽， 谢庄以疾辞职一事， 实与孝武帝厉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关， 亦关乎南朝政局之大变， 故此处稍作申发。
如前所述， 宋孝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 在内朝、 外镇两个方面进行了大力的改革。 内朝方面，

以省去录尚书事和设立两名吏部尚书这样的制度改革最为重要。 《宋书·百官志上》 载： “录尚书职无

不总……凡重号将军刺史， 皆得命曹授用， 唯不得施除及加节。 宋世祖孝建中， 不欲威权外假， 省

录。”⑧ 同书 《江夏文献王义恭传》 载： “世祖以义宣乱逆， 由于强盛， 至是欲削弱王侯。 义恭希旨，
乃上表省录尚书。”⑨ 《宋书·孝武帝纪》 载： “ （孝建元年六月） 戊子， 省录尚书事。”�I0 据此可知：
其一， 孝武帝即位不久便欲收臣下之权， 这种意志较为强烈， 故为臣下所知； 其二， 省录尚书事是由

在任者江夏王义恭主动上表提出的， 故得施行。 除录尚书事外， 吏部尚书亦有重权， 孝武帝对此有所

忌惮， 颇为忧虑�I1。 而吏部尚书原本与录尚书事共同商定选任事宜�I2， 录尚书已省， 则选举重权归于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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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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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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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

�I1

�I2

《宋书》 （修订本） 卷八五 《谢庄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３８０ 页。
《宋书》 载： “三十年， 元凶弑立， 世祖入讨， 普檄诸州郡， 又符郡发兵， 僧达未知所从。” （《宋书》 ［修订

本］ 卷七五 《王僧达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１３６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二六 《天文志四》， 第 ３ 册， 第 ８１９ 页。

⑤　 《宋书》 （修订本） 卷八五 《谢庄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３８４ 页。
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紧急护理科主任大卫·Ｊ·奥班认为谢庄患有遗传性的内分泌紊乱症状， 可能最终死于多

器官功能衰竭、 慢性心力衰竭、 肝充血以及末期肾病 （参见陈美丽著， 贾骄阳译 《高门与孤寒： 南朝谢氏族人的升

沉》， 《铜仁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孙明君 《谢庄 〈与江夏王义恭笺〉 释证》， 《北京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
《宋书》 （修订本） 卷三九 《百官志上》， 第 ４ 册， 第 １３３９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一 《武三王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９９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六 《孝武帝纪》， 第 １ 册， 第 １２５ 页。
参见 《宋书》 （修订本） 卷八五 《谢庄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３８５ 页）、 卷八四 《孔觊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３６３ 页）。

孙明君 《谢庄 〈与江夏王义恭笺〉 释证》 论之甚明， 亦可参见。
《宋书·谢庄传》 载： “ （孝武帝） 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 ‘……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 良以一人之识， 不

办洽通。’” （《宋书》 ［修订本］ 卷八五 《谢庄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３８６ 页） 《宋书·蔡廓传》 载： “征为吏部尚书。 廓因

北地傅隆问亮： ‘选事若悉以见付， 不论； 不然， 不能拜也。’ 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 羡之曰： ‘黄门郎以下， 悉以委

蔡， 吾徒不复厝怀； 自此以上， 故宜共参同异。’ 廓曰： ‘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 遂不拜。” （《宋书》 ［修订本］
卷五七 《蔡廓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７１４ 页） 可知吏部尚书与录尚书事共掌选事。



部尚书一人之手， 其权势不言自明。 分置吏部尚书时在大明二年 （４５８）， 孝武帝与江夏王义恭解释：
“自中分荆、 扬， 于时便有意于此， 正讶改革不少， 容生骇惑。 尔来多年， 欲至岁下处分， 会何偃致

故， 应有亲人， 故近因此施行。”① “中分荆、 扬” 时在孝建元年六月， 可知孝建元年孝武帝便有分置

两名吏部尚书之意。 孝武帝欲省录尚书， 江夏王义恭便 “希旨” 上表请省； 欲分置两名吏部尚书， 谢

庄焉能不知？ 谢庄此年因天文之变上表解职， 又因病致书于江夏王义恭求解选职， 当与此相关。 “尔来

多年， 欲至岁下处分”， 说明孝武帝一直没有打消这一念头， 所以孝建年间， 谢庄不断上表解职。
孝建年间实为南朝 “寒人掌机要” 的起始期， 这一政治转变对吏部尚书谢庄的影响尤其巨大。 赵

翼指出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②， 然而这一变化实自宋孝武帝孝建年间开始， 故 《宋书·恩幸传》 云

“孝建、 泰始， 主威独运”③。 在孝建元年谢庄接任以前， 吏部尚书一直都是重要的实权职位。 宋文帝

一朝， 任吏部尚书者有王惠、 王球、 何尚之、 庾炳之、 萧思话、 沈演之等人， 他们或 “性好举才， 申

济屈滞”④， 或 “领选既不缉众论， 又颇通货贿”⑤， 皆掌实权。 至于谢庄的前任颜竣， 也是 “留心选

举， 自强不息， 任遇既隆， 奏无不可”⑥， 而谢庄则是 “意多不行”。 实际上， 正是从谢庄担任吏部尚

书开始， 宋孝武帝才 “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 上皆与 （戴） 法兴、 （巢） 尚之参怀”， 导致 “法兴、
（戴） 明宝大通人事， 多纳货贿， 凡所荐达， 言无不行， 天下辐凑， 门外成市”⑦。 也就是说， 在孝建

元年谢庄任职以后， 吏部尚书开始由实权职位变为虚衔， 而众人仍按以前的状况来要求谢庄， 这无

疑会使在位而无权的谢庄遭受较大的舆论压力 （参见 《谢庄 〈与江夏王义恭笺〉 释证》）。 在下承

受众人的非议， 在上受到孝武帝的提防、 猜忌， 所以谢庄就任不久便以天文异常而求解职， 又因病

辞官， 甚至以死相请。 孙明君认为： “作为堂堂吏部尚书的谢庄， 只是一个 ‘意多不行’ 而 ‘唯奉

行文书’ 的傀儡角色， 他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了宾客们的怀疑。 我们相信， 这才是谢庄不愿居选

部的根本原因。” （《谢庄 〈与江夏王义恭笺〉 释证》） 孙氏所言固然有理， 但从孝武帝对吏部尚书

一职的忌惮与防范， 以及江夏王义恭迫于孝武帝之逼而主动请求省去录尚书一事来看， 谢庄孝建年

间屡次辞任吏部尚书， 主要还是迫于孝武帝的皇权之逼， 想要远离权势之位、 疑忌之职， 以明哲

保身。
此外， 皇权与士权之间的冲突至宋孝武帝时尤为激烈， 孝武帝朝拉开了南朝 “恐怖政治” 的序

幕⑧。 宋文帝朝， 徐羡之等人由于把控政权、 “制持朝廷” 而被杀， 谢灵运、 范晔等人以谋反大罪而被

杀， 但士族仍旧享受较高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⑨。 而孝武帝不仅以多种手段收回或打压士族权力，
而且肆意杀伐， “睚眦之间， 动至罪戮”�I0。 门第一流的王僧达由于 “不逊” “终无悛心” 而被借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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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 （修订本） 卷五八 《谢庄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３８７ 页。
赵翼撰， 曹光甫点校 《廿二史札记》 卷八 “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 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上册， 第

１５３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九四 《恩幸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２８ 页。 另有学者的研究可为佐证， 参见王铿 《论南朝宋

齐时期的 “寒人典掌机要”》 （《北京大学学报》 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该文对宋齐二朝皇帝和大臣、 寒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分析， 指出 “文帝一朝， 是重用大臣的一朝， 寒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 而宋孝武帝则起用戴法兴、 戴明宝等人。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三 《沈演之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８４４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五三 《庾炳之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６５６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七五 《颜竣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１４４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九四 《恩幸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２９—２５３０ 页。
参见陶希圣 《南朝士族之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上）》， 《食货杂志》 １９７４ 年第 ７ 期。
宋文帝朝， 仍有许多高门士族得以参政议政， 具有较高的政治权力 （参见 《南朝士族之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

（上）》 《论南朝宋齐时期的 “寒人典掌机要”》）。
《宋书》 （修订本） 卷九四 《恩幸传》， 第 ８ 册， 第 ２５２９ 页。



害， 极受信任的颜竣由于谏争恳切、 议论人主得失而被孝武帝所杀。 以上两人尚且是被以谋逆罪名处

死的， 周朗则是由于上书指斥时弊而得罪孝武帝， 被冠以 “居丧无礼” 的罪名而被加害； 羊戎则由于

“与王僧达谤议时政， 赐死”①； 沈怀文多次触怒孝武帝， 最终也因为免官禁锢后卖宅还乡而被杀。 正

是由于孝武帝异常残暴、 肆意杀戮， 致使江智渊忧惧而死， 江夏王义恭、 柳元景等人虽居高位而常虑

祸及， 直至孝武帝薨方才庆幸免于横死。 除此以外， 孝武帝经常对群臣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凌辱， 这

对士族的人格也是极大的侮辱②。 总而言之， 孝武帝采取非常极端的措施来收归臣下之权， 急切地想

要树立皇帝权威而对士族进行过于严厉的打压， 使得帝王与士族之间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因此， 孝武帝朝的恐怖气氛远超宋文帝时， 士族在皇帝面前丢失了政治权力和应有的尊严， 且面临前

所未有的生命危险。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 顺从皇帝、 远离权威， 是比较高明的做法。 孝建三年被免职之后， 谢庄于

大明元年 （４５７） 起为都官尚书。 次年， 置吏部尚书二人， 谢庄与顾觊之并补选职。 吏部尚书既置二

人， 则其权力、 职责皆分半， 谢庄任此职， 也可以视为与孝武帝达成和解。 大明年间， 谢庄屡居高位，
但已无政绩可言， 亦不像孝建初年那样建言献策。 孝武帝每宴集， 在坐者皆令沉醉， 并令大臣互相嘲

戏， 沈怀文素不饮酒， 又不好戏调， 被孝武帝所忌恨。 谢庄谓沈怀文曰： “卿每与人异， 亦何可久。”③

可知谢庄处于孝武一朝， 不过与世俯仰， 保全求生而已。 可知， 谢庄于孝建初年反复请求解除吏部尚

书一职， 于大明年间不关心政事、 明哲保身， 根本原因在于孝武帝朝的政治变革。 谢庄的政治选择，
当被置于南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变化中来观照。 它反映了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 高门士族在政治

上的进一步败退。 尽管谢庄在政治上尽量远离实权， 但在文学上却有意靠近帝王， 成为宋孝武帝朝宫

廷文学之首。

三　 谢庄的宫廷文学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谢庄年少便以文学著名， 七岁能作文， 二十五岁被范晔称赞于文字声韵 “最有其分”④。 元嘉二十

七年 （４５０）， 北魏李孝伯向张淹访问谢庄及王徽， 更可见其声名远播。 元嘉二十九年 （谢庄三十二

岁） 以前， 谢庄主要担任外镇藩王的僚佐， 仅在元嘉十七年至二十年 （谢庄二十至二十三岁） 担任过

太子舍人、 洗马、 中舍人等职 （在此期间还做过始兴王行参军和庐陵王文学）。 长期的外任经历为谢

庄游历山水提供了条件， 使他写下了 《游豫章西观洪崖井诗》 《自浔阳至都集道里名为诗》 《怀园引》
等山水之作； 而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很短， 且职位低、 年龄小， 因此很难参与到宫廷文学写作当中。 直

到元嘉二十九年， 谢庄才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参与宫廷文学写作， 但也仅有 《赤鹦鹉赋应诏》 《侍宴

蒜山》 存世。 然而谢庄此前已被范晔所知， 名声传于北魏， 可知他已经创造了较多的文学作品。 由此

可以推断， 谢庄在宋文帝朝的创作应当主要是山水题材， 宫廷文学作品不会很多。 然而到了宋孝武帝

时代， 谢庄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作品， 并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
谢庄现存的宫廷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在游览、 节日、 礼仪、 宴会等场合的应诏

之作， 如 《侍宴蒜山诗》 《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 《侍东耕诗》； 二是贡物、 祥瑞题材写作， 如 《舞马

赋应诏》 《和元日雪花应诏诗》 《瑞雪吟》； 三是为皇室重要人物所作的哀策铭诔等文， 如 《宋孝武宣

贵妃诔》 《豫章长公主墓志铭》； 四是郊庙歌辞， 如 《宋明堂歌》。 谢庄现存诗歌十六首， 其中宫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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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 （修订本） 卷五四 《羊玄保传》， 第 ５ 册， 第 １６７６ 页。
参见李磊 《六朝士风研究》， 武汉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第 ２０９—２１０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八二 《沈怀文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３０９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九 《范晔传》， 第 ６ 册， 第 ２００１ 页。



学之作八首； 赋四篇， 其中应诏之作两篇； 诔两篇、 哀策两篇， 皆为应诏之作。 总的来看， 宫廷文学

作品在谢庄现存作品中占据很大比重。 谢庄的宫廷文学作品不仅数量众多， 而且大多比较重要。 如受

诏所作的 《宋明堂歌》， 与宋孝武帝 “制礼作乐” 的举措相关①； 《舞马赋》 将 “文学书写与现实政治

话语结合”②， 满足了孝武帝自我夸饰的需要； 《宋孝武帝宣贵妃诔》 极得孝武帝喜爱， 乃至 “起坐流

涕”， 并且 “都下传写， 纸墨为之贵”③。 此外， 皇太子妃何氏薨， “皇帝伤总 之掩彩， 悼副袆之灭

华”④， 命谢庄作哀策文； 刘琨之死于竟陵王刘诞之乱， 孝武帝亦使谢庄为之写作诔文。 总而言之，
谢庄的宫廷文学写作， 题材、 场合丰富多样， 或为 《舞马赋》 这种国家层面的宏大主题， 或为 《瑞
雪吟》 《和元日雪花应诏诗》 之类为满足皇帝虚荣心而写的祥瑞文字， 或为 《宋孝武宣贵妃诔》 这

种与皇帝私人情感密切相关的文字。 可以说， 从国家层面到皇帝个人层面， 从官方的、 政治性的写

作到非官方的、 私人性的写作， 谢庄都参与其中。 如此种类繁多且意义重大的写作， 表明谢庄成为

宋孝武帝朝当之无愧的宫廷大手笔。 裴子野 《宋略·总论》 谓孝武帝朝 “一时之风流领袖， 则谢庄、
何偃、 王彧、 蔡兴宗、 袁 、 袁粲”⑤， 将谢庄置于 “风流领袖” 之首， 也可说明谢庄的宫廷文学

地位。
谢庄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作品， 成为宋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 在南朝文学史上有两个重要意义：

其一， 标志着南朝高门士族在政治上败退之后， 在文化 （主要是文学） 上的进一步败退； 其二， 标志

着南朝士族文学由山水文学向宫廷文学转变。
东晋时期， 门阀士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平行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力， 在文化上更是超越帝室。 刘

裕代晋造宋， 高门士族的政治、 军事权力有所衰弱， 但在文化上仍旧可以睥睨刘宋皇室。 典型代表

如出身于一流高门的谢灵运， 他的家族 （尤其是他的祖父谢玄） 在东晋立下了赫赫大功， 谢灵运的

政治目标是建立其祖上一般的功业， 然而在刘宋新朝， 他的抱负注定无法实现。 在宋文帝朝， 谢灵

运 “唯以文义见接， 每侍上宴， 谈赏而已”⑥， 说明宋文帝不愿谢灵运插手政事， 只是想让他做一名

宫廷侍从文人， 但这显然不符合他的预期。 元嘉十年之内， 谢灵运仅有 《从游京口北固应诏》 一首应

制诗存世。 此诗在称赞皇帝、 颂扬盛世之后， 结尾称 “顾己枉维絷， 抚志惭场苗。 工拙各所宜， 终以

反林巢。 曾是萦旧想， 览物奏长谣”⑦， 表达了辞官归隐的想法， 并且是长久以来的 “旧想”。 在从游

的公共场合以及应诏诗这一政治性较强的文体中， 表达辞官归隐的请求， 确实较为少见， 这表明谢灵

运并不愿意充当宋文帝的侍从文人。 谢灵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 然而在经济和文化上， 他有足够的自

负的资本， 所以他拒绝了宫廷文人的身份， “终以反林巢”， 创作了大量表现士族优越意识的山水

作品。
代替谢灵运担任宫廷大手笔的是颜延之。 在文学才能上， 颜、 谢二人不相伯仲， 然而在家世门第

上， 二人不可同日而语。 谢灵运在 《述祖德诗》 《撰征赋》 等作品中反复称颂其祖上功德， 称谢氏为

“冠族” （《谢灵运集校注》， 第 １９ 页）、 “华宗” （《谢灵运集校注》， 第 ７ 页）。 颜延之父、 祖官位皆不

显达， 骂其子颜竣 “出粪土之中， 而升云霞之上”⑧， 颜竣自称 “东州凡鄙， 生于微族， 长自闾阎， 不

·０７·

文学遗产·二〇二三年第三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李晓红 《 “以数立言” 与九言诗之兴———谢庄 〈宋明堂歌〉 文体新变考论》， 《中山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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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绍柏 《谢灵运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第 １５８ 页。
《南史》 卷三四 《颜延之传》， 第 ３ 册， 第 ８８１ 页。



窥官辙， 门无富贵， 志绝华伍”①， 皆可见颜氏门第之低。 宋文帝在选择宫廷文人时， 首选其实是一流

门第的谢灵运， 由谢灵运在公开场合写作颂扬皇帝、 自我贬低的宫廷文学作品， 更能显示士族身份的

低微与皇帝权威的强盛。 谢灵运拒绝担任纯粹的宫廷文人， 显示出高门士族在文化上不向帝王低头的

傲气， 而门第较低的颜延之则做出妥协， 在政治、 文化两方面向皇帝俯首称臣。
除颜延之外， 在宋文帝朝大量写作宫廷文学的士族文人并不多， 有的高门士族并不甘心充当侍从

文人。 比如范晔， 出身于顺阳高门， 其父范泰仕至左光禄大夫、 特进。 范晔自幼好学， 经史、 文学、
书法、 音律皆善， 无论是门第还是文化， 都堪称上流士族。 范晔今存 《乐游应诏诗》 一首， 乃元嘉十

一年 （４３４） 宋文帝禊饮于乐游苑， 普诏群臣所作。 除此之外， 范晔别无应诏诗存世。 范晔自称： “吾
思乃无定方， 特能济难适轻重， 所禀之分， 犹当未尽。 但多公家之言， 少于事外远致， 以此为恨， 亦

由无意于文名故也。”② 可见范晔对其文才极为自信， 但是他更想写作的是 “事外远致” 之文， 而非

“公家之言”。 所谓 “公家之言”， 应当包括 《乐游应诏诗》 之类宫廷文学作品在内。 除文学外， 范晔

也不愿以音乐侍奉皇帝。 范晔善弹琵琶， 宋文帝多次暗示范晔为其弹奏， 范晔假装不知， 只有宋文帝

亲自歌唱， 范晔才为之弹奏， 文帝歌毕， 范晔便不再弹奏。 这表明， 范晔并不愿以文学、 音乐才华侍

奉文帝， 显示出高门士族在文化和人格上的倨傲。
总之， 宋文帝朝除了颜延之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之外， 高门士族如谢灵运、 范晔等并不热心于此。

到了宋孝武帝朝， 谢庄取代颜延之， 创作了大量重要的宫廷文学作品。 谢庄出身于一流高门， 并且担

任吏部尚书等高官， 他的门第、 官位远远高于颜延之， 也高于范晔。 除谢庄外， 鲍照也生活于孝武帝

朝。 孝建初， 鲍照一度进入宫廷， 献 《中兴歌》 十首③； 孝武帝自以为文章无人能及， 鲍照故意写作

鄙言累句， 说明鲍照极愿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文人。 尽管如此， 鲍照很快就被外放为秣陵令， 远离宫

廷文学圈。 鲍照的文学才能并不低于谢庄， 但 “才秀人微”④， 他的门第比颜延之还差， 与谢庄更不可

同日而语。 孝武帝之所以选择谢庄作为宫廷大手笔， 除了谢庄文采华美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门

第一流。 因此， 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 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它表明高门士族开始在文化

上向皇帝妥协、 俯首 （将之与同族的谢灵运相比， 结论显然）。 谢庄 《和元日雪花应诏诗》 结尾称

“泽厚见身末， 恩逾悟生眇”⑤， 将皇帝的泽厚恩深与自身的渺小卑微相比照， 表现个人对皇帝的依附

和感恩； 《烝斋应诏诗》 中 “观生识幸渥， 睇服惭 吝”⑥亦为此意。 总之， 谢庄以一种匍匐、 谄媚的

姿态进行宫廷文学写作， 甘当孝武帝的侍从文人， 标志着南朝高门士族在政治上败退之后， 在文化上

的进一步败退。
南朝初期的士族文学， 可以大体分为山水文学和宫廷文学⑦。 前者以谢灵运为代表， 体现了鲜明

而优越的士族意识； 后者以颜延之为代表， 体现了士族对皇权的臣服。 谢庄成为宋孝武帝朝的宫廷大

手笔， 标志着高门士族在文化上的败退， 也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的重要转变： 宫廷文学逐渐压倒山水

文学， 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 如前所述， 宋文帝朝除了颜延之以外， 大量写作宫廷文学的士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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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丕绩先生 《鲍照年谱》 据 《宋书·孝武帝纪》 载元嘉三十年五月克京城， 改新亭为中兴亭， 认为 《中兴

歌》 作于此时， 为颂赞孝武帝而作。 钱仲联先生否定了这一观点， 认为 “歌中无一语及孝武讨逆事， 仍以颂文帝为

近”。 按， 当以吴说近是， 写作时间当在元嘉三十年至孝建年间 （参见曹道衡、 沈玉成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第

２８４—２８５ 页）。
锺嵘著， 曹旭集注 《诗品集注》 （增订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下册， 第 ３８１ 页。

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 卷六， 中册， 第 １２５０ 页。
孙明君将南朝士族文学分为山水文学与庙堂文学， 为表述方便， 本文以 “宫廷文学” 取代 “庙堂文学” （参见

孙明君 《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不多， 没有形成一股创作潮流①。 颜延之宫廷文学作品的影响， 以及南朝宫廷文学的兴盛， 实际上是

从宋孝武帝朝开始的。 现将宋文帝及孝武帝二朝的宫廷文学创作情况制表如下 （参见 ［表 １］）②：

［表 １］

宋文帝朝 宋孝武帝朝

皇帝举行的

文学雅集

１. 元嘉初， 三月上巳， 宋文帝举行曲水宴会，
命释慧观及朝士赋诗。
２. 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 禊饮于乐游苑， 与会

者赋诗。
３. 元嘉二十九年， 南平王献赤鹦鹉， 普诏群臣

为赋。

１. 孝建二年， 雅集作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

诗》。
２. 大明二年， 河南献舞马， 诏群臣为赋。
３. 大明五年元日， 花雪降殿庭， 公卿并作花雪诗。
４. 孝武帝欢饮， 普令群臣赋诗， 逼令沈庆之作诗。

宫廷

文学作家

１. 颜延之； ２. 谢灵运； ３. 范晔； ４. 江夏王义恭；
５. 武陵王骏； ６. 袁淑； ７. 谢庄； ８. 王僧达； ９. 张

畅； １０. 何承天； １１. 沈演之； １２. 鲍照。

１. 谢庄； ２. 江夏王义恭； ３. 鲍照； ４. 殷琰； ５. 颜竣；
６. 江智渊； ７. 徐爰； ８. 张畅； ９. 柳元景； １０. 何偃；
１１. 颜师伯； １２. 竟陵王诞； １３. 沈庆之； １４. 谢超宗；
１５. 丘灵鞠； １６. 殷淡； １７. 谢朏。

宫廷

文学作品

颜延之十四首； 谢灵运一首； 范晔一首； 江夏王

义恭三首 （２）； 武陵王骏一首； 袁淑一首 （不
存）； 谢庄三首 （１）； 王僧达一首； 张畅一首；
何承天三首； 沈演之二首； 鲍照三首 （２）。 共

三十四首。

谢庄十五首 （３）； 江夏王义恭四首 （２）； 鲍照三首

（１）； 殷琰一首； 颜竣二首； 江智渊一首； 徐爰二

首； 沈庆之一首； 谢超宗一首 （不存）； 丘灵鞠一首

（不存）； 殷淡一首； 谢朏一首 （不存）； 佚名二首。
共三十五首。

宋文帝朝共三十年， 孝武帝朝不满十二年， 然而无论是帝王雅集的次数， 还是宫廷文学作家、 作

品的数量， 孝武帝朝皆超过文帝朝， 由此可见孝武一朝宫廷文学创作之盛。 除此之外， 另有二事可为

佐证。 一是宋孝武帝模仿相传为汉武帝召集群臣所作的柏梁体诗， 这在以前帝王中尚且未见， 其后梁

武帝、 梁元帝皆有效仿。 二是谢庄受孝武帝之命， 采用 “以数立言” 的方式创作了 《宋明堂歌》， 这

对南齐、 北齐的雅乐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③。 宋文帝朝比孝武帝朝多出近二十年， 然而无论从作家、
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学活动、 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来看， 孝武一朝都超过了宋文帝朝。 因此可以说， 南朝

宫廷文学的兴盛始于宋孝武帝朝。
宫廷文学在宋孝武帝朝兴盛， 也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的重要转变： 宫廷文学逐渐压倒山水文学，

成为士族文学的主流。 作此判断， 主要依据有三：
其一， 文人集会地点大体由地方山泽转移至宫廷庙堂。 宋文帝朝， 出镇藩王为文人的聚集提供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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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学者指出 “生活在元嘉中、 后期的诗人莫不写颂美的应制诗”， 并举谢庄、 范晔、 袁淑、 鲍照为例， 说明元

嘉中、 后期出现了以颜延之为代表的 “时代性诗潮”。 按， 该说似有夸大之嫌， 且谢庄、 鲍照的许多应制诗写于宋孝武

帝朝， 范晔仅有一首应制诗存世， 袁淑一首也没有， 很难称之为 “诗潮” （参见吴怀东 《颜延之与一段被忽略的诗

潮》， 《山东大学学报》 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
关于此表的若干情况， 说明如下： 一、 同一作家于宋文帝、 孝武帝朝都参与宫廷文学写作， 则分别计数； 二、

同一作家同题作品有多首， 仅按一首计数， 如鲍照 《中兴歌》 十首仅计为一首； 三、 计算宫廷文学作品数量时， 作家

后面的数字表示总数，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创作朝代存疑的作品数量； 四、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 为联句诗，
计为一首； 五、 宋文帝、 孝武帝举行文学雅集的情况， 主要参见罗建伦 《宋孝武帝刘骏文学雅集述略》 （《中国韵文学

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宋文帝刘义隆文学雅集述略》 （《云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参见 《 “以数立言” 与九言诗之兴———谢庄 〈宋明堂歌〉 文体新变考论》； 李晓红 《南朝雅乐歌辞文体新变论

析———以五帝歌为中心》， 《文学遗产》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了条件， 促进了山水文学的创作。 如临川王义庆出镇荆、 江二州， 召集大批文人， 登山临水， 创作

了一定数量的山水诗①。 此外， 宋文帝朝尚有不少由士族主导的文人集会， 如谢灵运与谢惠连、 何长

瑜等人 “以文章赏会， 共为山泽之游， 时人谓之四友”②， 这种山泽之游对山水文学的写作当有裨益。
《水经注》 载谢灵运与谢惠连常游若耶溪上， “作连句， 题刻树侧” （转引自顾绍柏 《谢灵运集校

注》， 第 １２４ 页）， 可为明证； 谢惠连 《三月三日曲水集诗》 写 “携朋适郊野” 所见山水景色， 也可

见 “山泽之游” 对山水文学写作的影响。 此外， 尚有徐湛之出镇南兖州之时修整广陵旧城， “招集文

士， 尽游玩之适， 一时之盛也。 时有沙门释惠休， 善属文， 辞采绮艳， 湛之与之甚厚”③， 当亦有山

水文学之作。 由此可见， 宋文帝朝的藩王和士族领袖为文人的聚集提供了条件， 这种地方性的山泽

之游对山水文学的写作当有很大推动。 然而孝武帝欲削弱王侯， 抑黜诸弟④， 孝武一朝再未出现如临

川王义庆、 庐陵王义真一般招集文士、 与之周旋的藩王。 此外， 也少见如谢灵运、 徐湛之一般聚集文

士进行山水文学创作的情况。 相反， 孝武帝加强了对士族文人的吸纳， 举行了频繁的宫廷集会与集体

写作活动。 从宋文帝到孝武帝， 士族文人的聚集与写作场所， 呈现出由地方山泽向宫廷庙堂集中的

倾向。
其二， 高门士族对宫廷文学创作态度的转变。 如前所述， 谢灵运放弃宫廷文学作家的身份而以

山水诗著称； 范晔有资格、 有才能写作宫廷文学， 却 “耻作文士”， 没有大量创作宫廷文学作品； 以

文才著名的袁淑自称要为宋文帝献上 《封禅书》， 结果不仅不见 《封禅书》， 反而留下了 《鸡九锡

文》 《驴山公九锡文》 《劝进笺》 等明显含有讥讽帝王意味的作品。 可知在宋文帝朝， 尚有某些高门

士族对宫廷文学创作并不热心， 甚至稍有排斥。 到了宋孝武帝时期， 高门士族不再排斥宫廷文学创

作， 甚至有主动迎合的倾向。 谢庄向孝武帝禀报其园林降下甘露， 集花雪于衣， 致使公卿并赋花雪

诗， 都显示出对孝武帝的迎合。 除此之外， 谢庄有意培养、 展示其子谢朏的文学才能， 谢朏也在孝

武帝出游姑孰时受诏作 《洞井赞》， 深受孝武帝夸赞。 另如谢灵运之孙谢超宗， 因作宣贵妃诔而得孝

武帝称赏， 并成为大明、 泰始年间宫廷文学创作的中坚人物。 从灵运到超宗， 亦可见高门士族态度

之转变。
其三， 创作风气的变化。 《宋书》 本传载， 谢灵运自永嘉还居始宁， “每有一诗至都邑， 贵贱莫不

竞写， 宿昔之间， 士庶皆遍， 远近钦慕， 名动京师”⑤， 可见谢灵运山水诗在元嘉年间⑥的盛行情况。
与之相反， 颜延之创作的辞藻绮丽、 典故繁复的宫廷文学则被目为 “错彩镂金” “雕缋满眼”。 然而到

了宋孝武帝大明年间， 颜延之、 谢庄的 “繁复” 风格影响甚大， “于时化之”， 而谢灵运山水诗派则

“江河日下” （参见 《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 两相比较， 可见孝武帝朝山水文学的式微与宫廷文学

的兴盛。 之所以如此，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孝武帝对文学之士的赏爱和拔擢。 江智渊由于文采斐然而被

孝武帝 “深相知待， 恩礼冠朝”⑦， 受到特殊接待； 丘灵鞠、 丘巨源、 檀超、 谢超宗、 殷淡、 韩兰英皆

·３７·

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刘义庆出镇荆州时作 《游鼍湖诗》， 镇江州时有登山赋诗活动， 吴丕绩认为鲍照 《从登香炉峰诗》 为元嘉十六

年随从义庆登庐山所作， 钱仲联、 范子烨认为 《登庐山》 《登庐山望石门》 《望孤石》 诸诗也是此年所作 （参见赵立学

《南朝刘宋诗风演变研究———从文学交往活动的视角考察》，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１７ 年博士论文， 第 １２５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七 《谢灵运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９４１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七一 《徐湛之传》， 第 ６ 册， 第 ２０１９ 页。
参见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一 《武三王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９９ 页）、 卷八二 《沈怀文传》 （第 ７ 册， 第

２３０９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六七 《谢灵运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９１８ 页。
谢灵运还居始宁时为宋少帝景平元年秋， 但 “修营别业” 及山水诗的大量写作， 当在宋文帝元嘉元年以后

（参见 《谢灵运集校注》， 第 ４２８—４３３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五九 《江智渊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５８ 页。



因文才而被孝武帝所称赏或擢用①。 如此一来， 当时形成了 “宋孝武好文章， 天下悉以文采相尚”②

的局面， 这种 “文采” 当然更多的是指向宫廷文学之作。
宋孝武帝朝宫廷文学的兴盛， 除了孝武帝的推崇、 提倡以外， 谢庄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

谢庄出身华贵， 官位显达， 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写作宫廷文学作品， 受到孝武帝的称赞、 提拔， 对士族

文人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其次， 谢庄宫廷文学写作的诸多艺术技巧， 为其他士族文人提供了效仿的

对象。 颜延之创造了一种辞藻华美、 典故繁复的写作手法， 谢庄加以继承， 并推波助澜， 在孝武帝大

明年间形成了兴盛一时的创作潮流。 《诗品》 所云 “颜延、 谢庄， 尤为繁密， 于时化之” （《诗品集

注》 ［增订本］， 上册， 第 ２２８ 页）， 可为明证。 前述谢庄所作 《宋明堂歌》 对南齐、 北齐雅乐创作的

影响， 也是一例。 另据 《南史》 载， 谢庄为宣贵妃作哀策文， 孝武帝 “卧览读， 起坐流涕曰： ‘不谓

当今复有此才。’ 都下传写， 纸墨为之贵”③。 之所以 “都下传写， 纸墨为之贵”， 一方面当然由于谢庄

此文凄怆精美， 另一方面也由于文章得到了孝武帝极高的赞赏④。 都下之人竞相传写此文， 表明众人

想要欣赏、 学习谢庄的创作手法， 或许也有借此获得孝武帝赏识的想法。 除谢庄作 《宣贵妃诔》 之

外， 谢超宗 “作诔奏之”⑤， 丘灵鞠 “献挽歌诗三首”⑥， 殷琰作 《宣贵妃诔》， 江智渊作 《宣贵妃挽

歌》。 由于文献不足， 难以确知创作时间的先后， 不过从谢庄的地位以及孝武帝多次命其写作诔文的情

况来看， 谢庄很有可能是最早写作宣贵妃诔之人； 谢超宗、 丘灵鞠等人当是受到谢庄的影响， 才创作

了诔文、 挽歌， 这与 “都下传写， 纸墨为之贵” 的说法是契合的。 总之， 孝武帝朝宫廷文学大盛， 谢

庄对此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孝武帝之后， 宫廷文学继续发展， 齐梁之时已蔚然成风， 宫廷文学遂

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

余论： 南朝皇权振兴与士族文学之演变

东晋时期， 高门士族获得平行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力， 这种门阀政治可以视为古代皇权政治的一种

“变态”。 到了南朝， 这种 “变态” 的门阀政治逐渐向皇权政治回归。 与之相应， 帝王的权力逐步增

强， 士族的权力则趋于衰微。 从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南朝的皇权政治， 士族从独立于皇权之外的门阀

“贵族”， 转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帝国官僚， 这一变化对南朝士族的政治遭遇、 政治选择、 思想心态等产

生了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到士族的聚集形式、 文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文学创作的动机、 题材、 主旨、
风格， 推动了南朝士族文学的演变。

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 宋孝武帝朝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孝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
削弱臣下之权， 使得南朝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孝武帝死后， 这种专制意识及权力结构进一步深

化， 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权力调整， 使得帝王与士族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 其外在表现， 便是宋、 齐

二朝频繁的政治动荡， 以及大量士族被帝王所杀。 梁武帝鉴于宋、 齐二朝之乱， 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手

段来调整权力结构， 皇权与士权重新达到平衡， 而皇权已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陈朝的社会结构发生

了重大变化， 士族完全无力与帝王抗衡。 总而言之， 南朝皇权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 宋孝武

帝和梁武帝是皇权振兴过程中的两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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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南齐书》 （修订本） 卷五二 《文学传》 （第 ３ 册， 第 ９８１、 ９８６、 ９８３ 页）、 卷三六 《谢超宗传》 （第 ２ 册，
第 ７０７ 页）、 卷二〇 《皇后传》 （第 ２ 册， 第 ４３８ 页）， 《宋书》 （修订本） 卷五九 《殷淳传》 （第 ６ 册， 第 １７４６ 页）。

《南史》 卷二二 《王俭传》， 第 ２ 册， 第 ５９５ 页。
《南史》 卷一一 《后妃传上》， 第 ２ 册， 第 ３２４ 页。
有学者认为， 谢庄重除吏部尚书， “皆此一诔之功” （参见 《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第 ３２０ 页）。
《南齐书》 （修订本） 卷三六 《谢超宗传》， 第 ２ 册， 第 ７０７ 页。
《南齐书》 （修订本） 卷五二 《文学传》， 第 ３ 册， 第 ９８１ 页。



随着南朝皇权的逐渐回升， 士族的政治、 军事权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 从身份上看， 高门

士族由独立于皇权之外的 “贵族”， 逐渐演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帝国官僚； 从行为上看， 高门士族或主

动或被动地退出政治舞台， 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文化方面； 从文化上看， 高门士族由 “文化贵族”①

逐渐转变为服务于帝王的宫廷侍从文人。 刘宋初期， 帝室的文化修养显然是低于门阀士族的， 为了迎

合、 拉拢士族， 刘裕不得不 “被动地 ‘爱文’”。 到了南朝后期， 士族失去政治、 军事、 经济等方面的

优势， 不得不以文学才能取悦帝王②， 获取官位， 也可以说是 “被动地 ‘爱文’”。 这种转变的关键原

因， 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 以及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变化。
如上所述， 宋孝武帝朝是南朝政治、 文化变革的关键期。 谢庄处于这一巨大变动之中， 做出了比

较明智的选择。 宋初， 谢庄族叔谢灵运欲 “参时政”， 而 “文帝唯以文义见接， 每侍上宴， 谈赏而

已”， 最终被杀。 谢灵运的悲剧， 在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门阀政治时代， 不能适应皇权政治。 谢庄所为

与谢灵运正好相反， 即避 “时政”， 唯以 “文义” 侍上。 谢庄之子谢朏 “有虚名” 而无 “治实”③， 梁

武帝却大加拔擢， 以之为侍中、 司徒、 尚书令。 至梁武帝时， 皇权极盛， 士族亦自以空名居于朝廷。
谢灵运、 谢庄、 谢朏三人之经历， 正可见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 士族地位、 处境之变化。 而谢庄处

于变革的关键期， 能辞吏部尚书、 以文学侍奉孝武， 故得保全。 孙明君认为谢庄不愿居选职的原因是

“他不满当时的吏部尚书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傀儡， 是故用辞职之举表达自己的抗议”， 此举 “显示出

高门士族精英对孝武帝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抗争” （《谢庄 〈与江夏王义恭笺〉 释证》）。 孙氏对谢

庄辞选职的原因颇多精辟之见， 然而似乎过高地夸赞了谢庄的精神气节。 实际上， 谢庄在大明之世心

甘情愿地当了好几年 “傀儡”， 且谢庄谓沈怀文曰 “卿每与人异， 亦何可久”， 可见谢庄不过欲保全性

命而已。 然而在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过程中， 在门阀贵族向帝国官僚转化的过程中， 谢庄做出

了明智的选择， 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孝武朝以后， 高门士族之选择多有如此， 如徐孝嗣 “爱好

文学， 赏托清胜。 器量弘雅， 不以权势自居， 故见容建武之世。 恭己自保， 朝野以此称之”④， 与谢庄

立身之道无异。
综上所述， 宋孝武帝朝是南朝政治、 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 而谢庄的政治抉择代表了高门士族由

“贵族” 向官僚、 由政士向文士的转变， 谢庄的文学创作则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

主流。 南朝皇权振兴以及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变化， 对南朝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 谢庄在

宋孝武帝朝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 正是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

［作者简介］ 何良五， 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 发表过论文 《永明体声律的一种特殊形式———以沈

约、 谢 为中心》 等。

（责任编辑　 李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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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 中古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 即儒学和礼教 （参见牟发松 《内藤

湖南和陈寅恪的 “六朝隋唐论” 试析》， 《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唐燮军称： “尽管沈约以文才为凭借的求仕方式， 既不同于周盘龙的以军功起家， 也有别于纪僧真的以吏干发

迹， 但他的政治取向与周、 纪两人其实并无任何差别， 并同样表现为对皇权的依附。” （唐燮军 《诗人之外的沈约： 对

沈约思想与生平的文化考察》， 《文学遗产》 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 除了沈约以外， 齐梁时期还有大量凭借文才求得帝王赏

识、 获取官位的士族， 文士手中的笔和将士手中的刀一样， 都是取悦帝王的工具。
姚思廉 《梁书》 （修订本） 卷一六 《王亮传》， 中华书局 ２０２０ 年版， 第 １ 册， 第 ３００ 页。
《南齐书》 （修订本） 卷四四 《徐孝嗣传》， 第 ３ 册， 第 ８５９ 页。


